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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流域水网结构驱动因子与拓扑特征的空间中介效应
 
 

陈凤林 ，陈运春，郭晓飞，吴晓聪，唐禹周，黄玉南 ，曾维军
**
 

（云南农业大学水利学院，昆明  650201） 

摘 要：为了探讨洱海流域在社会与自然复合驱动下的水系网络时空耦合机制，揭示拓扑特征在驱动因子与水系要素之间的

中介作用。本研究基于四期遥感与地理数据，运用复杂网络理论，选取九项拓扑指标表征结构特征，为克服传统回归难以同

时处理驱动共线性、空间溢出与机制分解的局限，本文构建处理多驱动共线性的同时刻画空间溢出，并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

效应与经拓扑结构传导的间接效应，从而更精准识别关键中介路径的偏最小二乘（PLS）–空间杜宾（SDM）–中介分析（Med）

框架。结果表明：（1）2001–2023 年间，洱海水系由多源冗余向主干清晰、相对高效稳态演化。（2）共 216条路径中识别 68

条显著 X–M–Y 路径，中介效率主要位于 40%–80%间，边介数中心性、紧致度、全局效率和代数连通性为核心中介指标。

（3）社会因子主要通过拓扑结构对水系要素产生高比例负向效应；自然因子整体表现为中等强度正向稳定效应，少数路径

呈结构性抑制效应。本研究构建的 PLS–SDM–Med框架可推广用于识别高原湖泊流域的关键结构单元与风险路径，可为洱海

流域和其他高原湖泊的分区限制与生态修复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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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driving factors and to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ter network structure in the Lake Erha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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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uses complex network theory and four periods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 data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water network in the Lake Erhai Basin under natural and human combined drivers, 

and clarify how topological features act as mediators between driving factors and water system elements. Nine topological 

indicators are adopted to describe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sin water network. Traditional regression methods 

cannot effectively address driver collinearity, spatial spillover, and mechanism decomposition at the same time.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PLS-SDM-MED framework. This framework reduces the interference of multi-driver 

collinearity, quantifie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splits total effects into direct effects and indirect effects mediated by 

topological structure. It helps accurately recognize key intermediate pathway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01 to 2023,  

the Erhai water network changed from a multi-source redundant structure to a stable pattern with distinct main streams and 

relatively high operational efficiency. (2) A total of 216 pathways are analyzed, among which 68 significant X-M-Y pathways 

are detected. Their mediation efficiencies mostly fall between 40% and 80%. Edge betweenness centrality, compactness, global 

efficiency, and algebraic connectivity are confirmed as core mediating indicators. (3) Human factors mainly produce strong 

negative impacts on hydrological elements via network topology mediation. Natural factors generally present moderate and 

steady positive impacts, while a small number of pathways show structural inhibition effects. The PLS-SDM-MED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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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in this study can be applied to identify key structural units and risk pathways in plateau lake basins. I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zoned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e Lake Erhai Basin and other similar highland lake 

watersh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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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系网络（Water Network, WN）是连接自然水文过程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键载体，其结构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域物质输移、能量循环与生态稳定性的空间格局与演化方向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在气候

变化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外部驱动对水系格局的影响往往并非直接作用于单个点–线–面要素，而

是改变汇流通道的组织方式与连通关系，从而引发网络层面的响应[2]。仅从形态或要素数量出发难以解

释水系格局差异，因此，需要引入能够刻画连接关系的结构性视角。拓扑结构具有动态性，常通过网络

在扰动下维持稳健性连通能力及由局部演化形成骨干化格局的自组织过程加以刻画[3]，本文由结点（河

流汇合点、水利节点）、弧段（河渠通道）和面域（湖泊、湿地）抽象拓扑结构构成的水系网络，既体现

地貌与水文过程的组织方式，也折射出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耦合作用下的时空响应[4]。近年研究逐渐从

将其视为静态地理对象，转向从拓扑结构入手解析连通性、稳健性与自组织演化过程[5]。因此，关注拓

扑结构不仅有助于解释水系网络自身的演化规律，也为驱动因子与结构调整和水系要素响应的传导提供

了可量化的结构表征。 

已有研究表明，流域水系的形态结构及其拓扑特征对生态过程具有显著影响[6]。网络节点密度、连

通度、介数中心性等指标能够有效表征水流汇聚路径、信息传导效率与系统稳健性，反映水文过程与景

观格局之间的相互作用[7]。近年来，复杂网络理论被引入水文地理与生态系统研究，为多尺度空间结构

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8]。水系网络的拓扑复杂度与生态稳定性存在密切联系，高连通度与高冗余度

往往意味着更强的系统适应性[10]；而过度人为干扰导致的网络断裂与结构简化，则会削弱流域的自组织

能力与生态服务功能[12]。这些研究在揭示局部要素演变机制方面取得进展，但多聚焦于平面或单尺度分

析；且多数研究仅揭示结构特征的时空变化，缺乏从空间显性视角量化拓扑特征中介作用。为弥补上述

不足，本文构建 Partial Least Squares–Spatial Durbin Model–Mediation effect （PLS–SDM–Med）空间中介

框架以刻画驱动—拓扑—格局的层级耦合链条；其必要性在于：驱动变量存在共线性与阶段差异，PLS

用于稳健识别关键驱动；水网演化具有空间溢出，SDM用于分解本地效应与邻域效应；拓扑结构作为结

构传导层，Med中介分析用于区分直接效应与经拓扑传导的间接效应，从而将驱动—拓扑—格局的机制

链条转化为可检验的路径分解结果。上述机制识别与空间分解的不足，在高原湖泊流域的人类活动强干

预和水系结构敏感以及治理需求迫切的情境下尤为突出，因此有必要在典型流域中开展检验与应用。 

洱海作为高原断陷湖盆的典型代表，其独特的断陷地形决定了河流汇流路径集中且水网结构高度分

支化，水系网络特征直接关系到湖泊水质、生态服务与区域社会发展协调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既有研究表明其

水体营养状态与入湖河流水质存在显著时空差异，TN/TP 及富营养化总体呈“北高南低、汛期偏高”的格

局，外源污染物输入与北部入湖河流贡献密切相关[15]。同时，农业面源污染与土地利用变化被认为是关

键外源压力源，治理上自 2017年以来实施了以控源截污与生态修复为核心的措施；但现有工作多聚焦水

质、负荷或景观变化，较少从水系复杂网络拓扑视角解析驱动因子如何通过拓扑演化产生空间溢出与中

介效应机制。基于此，本文以洱海流域为研究对象，从驱动因子-拓扑特征-时空耦合视角出发，构建流域

水系复杂网络分析框架；研究问题主要包括：其一，2001—2023年洱海流域水系网络在节点、边、水面

及整体网络层面的拓扑结构如何演化，并与点–线–面要素格局呈现何种时空耦合特征；其二，社会经济

与自然生态驱动因子对水系拓扑结构的作用方向与强度如何，是否存在显著空间溢出；其三，拓扑特征

是否在驱动因子与水系要素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关键 X–M–Y 传导路径及其中介贡献如何分解。研究结

果旨在从结构层面深化对高原湖泊流域水系演化机理的认识，并为洱海流域水系治理与生态修复提供可

量化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洱海流域（（25°24′N～26°25′N，99°50′E～100°27′E）位于云贵高原西北部、横断山脉东缘，澜沧江、

金沙江和元江三大水系分水岭地带，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属低纬高原亚热带季风气候。洱海流

域水系要素纵横密布，流域内有大小河溪 117条。 

洱海流域面积为 2565km2，其中北部三江、西部十八溪、南部波罗江流域汇流总面积 2037.8km2，占

流域总面积的 79.4%；年地表径流量 5.01亿 m3，占洱海流域的入湖径流量 87.1%。因三大流域在洱海生

态保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将其作为洱海流域的典型流域。详见图 1。 

 

图 1 研究区概况图 

Fig.1 Overview map of the study area 

1.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哨兵 2号遥感影像、Landsat 7遥感影像、DEM、统计年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公报等。

根据水网体系剧烈演化时间节点，分别提取 2001年、2008年、2015年与 2023年的洱海三大典型流域的

水网体系数据。具体来源见表 1。 

表 1 数据来源 

Table 1 Data Sources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 相关下载网站 

2001、2008年洱海流域遥感影像 Landsat 7、实地调研 
https://www.gscloud.cn/ 

2015、2023年洱海流域遥感影像 Sentinel-2A、实地调研 

自然水系与自然湿地、湖泊数据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s://www.resdc.cn/ 

DEM、高程、坡度数据 GDEMV2 30M http: //srtm.csi.cgiar.org 

自然气候因子数据 实验气象站、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 https://data.cma.cn/ 

社会经济因子数据 

云南省统计年鉴、 

大理市、洱源县统计年鉴、 

大理市、洱源县国民社会经济发展公报 

https://stats.yn.gov.cn/ 

 

受卫星启动时间限制，Sentinel-2A影像在 2015年后可稳定获取，因此本文 2001年、2008年水网体

系基础数据提取采用 Landsat 7遥感影像，2015年、2023年采用 Sentinel-2A遥感影像，以兼顾长时序对

比需求与后期对窄河渠、小型水体的识别精度。为降低不同 传感器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本文优选同季

节少云影像，并对各期影像进行统一的几何校正、投影一致化及分辨率匹配处理，在一致解译规则下开

https://www.gscloud.cn/


展水网要素提取。与此同时，2023 年研究团队对洱海典型流域开展了野外实地调研，结合 Earth 地球和

奥维地图 App的辅助，对水网要素的实际位置、连通关系及影像存疑区域进行核查与校正，从而进一步

约束遥感解译结果。由于后续分析以矢量水网的连通关系及其拓扑指标为研究对象，而非直接比较像元

光谱差异，在统一预处理与实地验证的共同支撑下，不同遥感数据源的选取影响降到最低。水网处理技

术路线如图 2所示。 

 

图 2 水网处理技术路线 

Fig.2 Technical route for water network treatment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从自然–人工耦合视角出发，严格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水网体系的完整性和遥感影像解译的

可实现性原则，构建了包含 11类核心要素的洱海流域水网分类体系。其详细分类依据及特征描述详见表

2。 

表 2 洱海流域水系网络基本要素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Basic Elements of the Water System Network in Erhai Lake Basin 

要素类别 名称 概念 

结点 

大闸门 具备开、关、调度能力，用于控制流量和调节水位的低水头水工建筑物。 

自然水系关键节点 
自然河流中具有拓扑意义的节点集合：①起点/终点（河段源头）；②交汇点（两条及以上

水系汇流处）；③重要拐点（表示河道方向显著变化、用于保持几何形态的折点）。 

渠系关键节点 
渠系中具有拓扑意义的节点集合：①起点/终点（引水口、出水口）；②交汇点（渠系汇流

处）；③重要拐点（渠线方向显著变化的折点）。 

拦水坝 是固定阻挡来拦截江河渠道水流以抬高水位或调节流量的挡水建筑物。 

弧段 
自然水系 流域内所有的自然河流等线状要素组成的河网系统。 

渠道 是指农田水利建设中的水渠、沟渠，是水流的通道。 

多边形 湿地、湖泊 流域内所有的湿地、湖泊等面状要素组成的自然水网系统。 

为进一步解析水网要素的动态演化机制，利用 ArcMap 10.8 平台对 2001 年、2005（附图Ⅰ）年及

2018（附图Ⅱ）、2023 年四个时期的水系要素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完整呈现了不同发展阶段水网要素

的空间分布格局。针对长时间序列数据中局部缺失的问题，为构建年度面板并进行跨期汇总，对同一流

域缺口年份在 SPSS 27.0 中采用时间序列线性插值。详情如图 3。 



   

图 3 水系网络要素详情图 

Fig.3 Details map of water system Network elements 

1.4 研究方法 

1.4.1 网络分析 为揭示洱海流域水系网络在结构形态与功能特征上的时空演化规律，构建了节点、边、

面及整体四个层级的网络特征指标体系。基于 NetworkX（Python）平台，分别选取九个典型指标进行量

化分析。详见表 3。 

1.4.2 PLS–SDM–Med 框架构建 （1）PLS模型构建 

PLS 分析在 SIMCA 14.1 中实现，潜在成分数通过交叉验证确定，并结合 VIP 指标描述变量贡献。

外生驱动 X：社会经济：人均 GDP（（x1）、土地利用综合指数(x2)依据庄大方等人提出的计算方法[16]、夜

间灯光(x3)、人口密度(x4)；自然生态：NDVI(x5)、NPP(x6)、温度(x7)、降水量(x8)。中介变量 M：点层面：

节点度(M1)、平均节点邻接度(M2)；边层面：边介数中心性(M3)、边连通度(M4)；面层面：紧致度(M5)、

景观分割指数(M6)；整体网络拓扑：分形维数(M7)、全局效率(M8)、代数连通性(M9)。分析其对水网要素

（点数量 y1、线长度 y2、多边形面积 y3）的影响。偏最小二乘回归（（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PLS）

适用于高维数据降维及多重共线性问题[17] 

 外部模型：{
𝛸 = ∑ 𝑡𝑖𝑃𝑖

𝑇 + 𝐸 = 𝑇𝑃𝑇 + 𝐸𝑛
𝑖=1

𝑌 = ∑ 𝑢𝑖𝑞𝑖
𝑇 + 𝐹 = 𝑈𝑄𝑇 + 𝐹𝑛

𝑖=1

 (10) 

 内部模型：U = Tβ (11) 

式中，n为潜在向量的数量；T=(𝑡1, 𝑡2, . . . , 𝑡𝑛)和 U=(𝑢1, 𝑢2, . . . , 𝑢𝑛)分别是 X和 Y的分数矩阵；ti和 ui

分别是 X和 Y的分数向量；P=(𝑝1, 𝑝2, . . . , 𝑝𝑛)和 Q=(𝑞1, 𝑞2, . . . , 𝑞𝑛)分别为 X和 Y 的荷载矩阵；pi和 qi分别

是 X和 Y的荷载向量；E和 F 是对应于 X和 Y的 PLS残差；β为回归系数矩阵。 

 



表 3 复杂网络指标含义与相关计算方法 

Table 3 Meanings of Complex Network Indicators and Related Calculation Methods  

类别 指标名称及公式 数学定义公式 参数说明 编号 

节点

层 

M1节点度 

𝐾𝑖 = ∑ 𝑎𝑖𝑗

𝑗

 

ki 表示节点；i为度数；aij为邻接

矩阵元素 

表征节点的平均连接数，反映流域中水系

交汇的密度与复杂性 
（1） 

M2平均节点邻接度 

𝑘𝑛𝑛 =
1

𝑁
∑

1

𝑘𝑖

∑ 𝑘𝑖
𝑗∈𝑁(𝑖)

𝑁

𝑖=1

 

ki：节点度， N(i) ：节点 i 的邻

居集合 

衡量节点间的局部相关性，反映水流网络

的局部连通性 
（2） 

边层 

M3边介数中心性 

𝐵(𝑒) = ∑
𝜎𝑠𝑡(𝑒)

𝜎𝑠𝑡
𝑠≠𝑡

 
𝜎𝑠𝑡为节点 𝑠 到 t 的最短路径总数 

衡量边在流域水系传输中的重要性，识别

主干通道 
（3） 

M4边连通度 

𝜆( 𝐺)  =  𝑚𝑖𝑛{𝑐𝑢𝑡(𝑆, 𝑇)} 
cut(S,T)：最小割集 

反映网络的抗断裂能力，衡量流域主干通

道连通的稳健性 
（4） 

面层 

M5紧致度 

∁=
4𝜋𝐴

𝑃2
 

A：面面积；P：面周长 
衡量面状汇流单元的形态聚合度，反映水

系单元的空间整合水平 
（5） 

M6景观分割指数 

D = 1 −
∑ 𝐴𝑖

2𝑛
𝑖=1

（∑ 𝐴𝑖
𝑛
𝑖=1 ）

2 

Ai：第 i 个水体斑块面积；n：斑

块总数 

衡量景观整体破碎化程度。D 越大，说明

破碎化程度越高 
（6） 

整体

层 

M7分形维数 

𝐷𝑟 = lim
𝑟→0

ln 𝑁𝑟

ln(1 𝑟⁄ )
 

𝑁𝑟：尺度 r 下盒计数数目 
描述水系的空间复杂性和自相似性，反映

水流分形结构的层次特征 
（7） 

M8全局效率 

𝐸𝑔 =
1

𝑁(𝑁 − 1)
∑ 𝑑𝑖𝑗

−1

𝑖≠𝑗

 
dij：节点间最短路径长度 

衡量水流在整个流域范围内的平均传输效

率 
（8） 

M9代数连通性 

𝜆2：Laplacian 矩阵第二小特

征值 

L=D-A：度矩阵与邻接矩阵差 
衡量整体网络的连通稳定性，反映系统抗

扰与自组织能力 
（9） 

（2）SDM–Med模型构建 

本研究将空间杜宾模型[18]（（Spatial Durbin Model, SDM）与中介效应（（Mediation effect，Med）结合，

在 Stata 18平台构建 SDM–Med框架，揭示区域系统空间依赖与空间溢出特征[19]，识别社会—自然驱动

因素在网络拓扑角度下的水系空间格局间接路径。本研究以流域内子流域单元为基本空间分析单元，考

虑到该尺度下空间相互作用主要受地形和水文连通与相邻外溢约束，本文采用拓扑邻接权重矩阵刻画局

地传导，为使每个空间单元对其相邻单元的影响权重之和为 1，在此基础上将邻接矩阵进行行标准化处

理。 

 [
0 1 0

0.5 0 0.5
0 1 0

] (12) 

选择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SDM–FE）作为基准设定。此外，本研究遵循中介效应的三步法逻

辑[20]，将其嵌入 SDM模型中。具体如下： 

○1 建立基准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外部驱动对水系格局的总体空间效应：： 

 𝑦𝑖𝑡 = 𝜌（𝑊𝑌）
𝑖𝑡

+ 𝑋𝑖𝑡𝛽 +（𝑊𝑋）
𝑖𝑡

𝜃 + 𝜇𝑖 + 𝜏𝑡 + 𝜀𝑖𝑡 (13) 

○2建立驱动因子对拓扑特征的影响模型（路径 a） 

 𝑀𝑖𝑡 = 𝜌𝑀（𝑊𝑀）
𝑖𝑡

+ 𝑋𝑖𝑡𝛼 +（𝑊𝑋）
𝑖𝑡

𝛾 + 𝜇𝑖 + 𝜏𝑡 + 𝑢𝑖𝑡 (14) 



○3将中介变量引入结果方程，估计中介效应（路径 b 与 c′） 

 𝑦𝑖𝑡 = 𝜌′（𝑊）
𝑖𝑡

+𝑋𝑖𝑡𝛽′ + 𝑀𝑖𝑡𝑏 +（𝑊𝑋）
𝑖𝑡

𝜃′ + 𝑊𝑀𝑖𝑡𝜙 + 𝜇𝑖 + 𝜏𝑡 + 𝜉𝑖𝑡 (15) 

式中，𝜌，𝜌′为空间自回归系数；𝑊𝑌，𝑊𝑋，𝑊𝑀为空间滞后项；𝛽′为控制中介后的直接效应（（路径 

c′）；𝜃，𝛾，𝜙刻画空间溢出。 

在空间分解框架下，驱动因子对格局变量的间接影响通过拓扑结构实现。设路径 a表示 X→M的直

接效应，路径 b 表示 M→Y 的直接效应，路径 c 表示 X→Y的基准直接效应，若𝑎、𝑏均显著且𝑎 × 𝑏≠0，

则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中介效应（（Mediating Effect, ME）。本研究仅分析显著路径的𝑎 × 𝑏值及其中介效率

（Share）；中介效应显著性通过 Bootstrap（500次）构建 95% 置信区间检验判定。相关公式为： 

 ME = 𝑎 × 𝑏 (16) 

 Share = |（𝑎 × 𝑏） 𝑐⁄ | (17) 

通过以上步骤，可系统识别社会与自然驱动因子经由网络结构对水系格局的空间作用链条，定量揭

示洱海流域水系网络的多层空间传导机制。详细构建过程见图 4。 

 

图 4 PLS–SDM–Med框架构建流程图 

Fig.4 Flowch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S-SDM-MED framework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系网络–布局中介拓扑参数分析 

由图 5 可知，2001—2023 年洱海三大典型流域水网拓扑演化呈现局部连接强度与通道冗余（M1、

M2、M3、M4）整体下降，而整体连通与传输性能（（M8、M9）持续上升，表现为局部简化、整体优化的

结构调整。分流域看，北三江呈显著主轴收敛，西部十八溪维持多级汇流骨架，波罗江体现修复性整合

特征。 

北三江流域呈现由发散向主轴汇聚的结构收敛特征，平均节点度由 1.617降至 1.465，平均节点邻接

度由 1.783降至 1.608，边介数中心性和边连通度同步下降。全局效率与代数连通性分别由 0.0823、0.206

上升至 0.0965、0.276。这表明支流分叉与交汇密度降低、汇流路径趋于集中，水流与物质输送更依赖入

湖主干通道；同时最短路径缩短、整体连通稳定性增强，水系形成以入湖主干为核心的输导格局。 

西部十八溪流域在局部结构简化的同时维持了较高复杂度与多级汇流特征，平均节点度由 1.627 降

至 1.377，平均节点邻接度由 1.993降至 1.579，边连通度略有下降，但全局效率由 0.237升至 0.360，代

数连通性由 0.302升至 0.350，分形维数稳定在 1.61，景观分割指数保持在 0.99左右，表明该区低效支沟

连接减少，但网络整体路径更直接、连通更稳，多级汇流格局仍被保留，从而维持一定的汇流调蓄与栖

息地空间异质性基础。 

南部波罗江流域则呈现由碎片化向整体化的修复性重构过程，平均节点度与平均节点邻接度维持在

1.36，边介数中心性由 0.0040降至 0.0026，紧致度约为 0.61，景观分割指数由 0.915降至 0.898，分形维



数介于 1.46–1.50，全局效率与代数连通性由 0.223、0.127分别升至 0.252、0.162，这反映水体斑块由离

散趋于整合、水面系统整体连通恢复，网络输导和连通同步改善；从过程上更符合连通廊道修复、岸线

整治或湿地重建等作用下的结构恢复特征。 

总体看来，节点度、边连通度与边介数中心性普遍下降，而全局效率与代数连通性持续上升，洱海

流域水系整体由多源冗余向主干清晰、高效稳健的网络格局演化。边介数中心性、紧致度、全局效率与

代数连通性等指标在结构简化和功能优化过程中的敏感性较高，揭示了流域在社会–自然交互背景下的

结构性自组织规律。 

 

图 5 三大典型流域拓扑数据图 

Figu.5 shows topological data graphs of three typical river basins 

2.2 关键驱动因子识别及贡献分析 

基于四期洱海流域水系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PLS）与主成分回归（（PCR）方法识别拓扑特征

的主导驱动力及其阶段性差异。总体上，驱动体系呈现由社会扩张主导向社会胁迫、结构重组、再向生

态恢复主导并最终进入拓扑反馈稳态的演化过程。 

由图 6 可知，2001 年水系处于初始扩张阶段。M₅、M₇、M₃、M₂、M₁等指标 VIP 均在 1.1 以上，x₁

（VIP=1.07）与 x₆（（VIP=1.10）也较突出。PCR显示 x₁、x₆对节点数量 y₁均为正（（x₆–y₁=0.098），说明经

济发展与植被生产力共同推动网络扩展，但对边层 y₂和面层 y₃影响方向不一，表明不同空间层次对社会

驱动的响应存在差异。 

2008年进入社会胁迫与结构重组并行阶段。M₈、M₆、M₉（（VIP=1.18）为关键拓扑变量，x₁（（VIP=1.16）、

x₄（VIP=1.05）和 x₅（VIP=1.14）重要性上升。PCR结果显示 x₁对 y₁、y₂为正，对 y₃为负，x₂、x₆对 y₂、

y₃均为负，反映经济与土地利用扩张虽提高网络复杂度，却导致水面缩减，体现结构优化与生态压力并

存。 

2015年驱动体系转向自然主导。M₇、M₉、M₅、M₈为主要拓扑指标，x₇（（VIP=1.21）与 x₂（（VIP=1.08）

权重较高。PCR显示 x₅、x₆、x₇、x₈对 y₂均为正（（如 x₇–y₂=0.213），说明植被恢复和气候改善更可能通过

增加径流汇集与补给稳定性、提升整体连通效率，推动水网由胁迫调整转向生态恢复” 

2023年系统进入拓扑反馈主导的稳定期。M₇、M₉、M₈、M₅居核心，自然因子（（x₅、x₆）保持高重要

性，而 x₂、x₃作用下降。PCR显示 x₁–x₈对 y₁、y₂系数普遍转负，仅 y₃保留微弱正效应，表明网络结构稳

定后，社会与自然因子影响减弱，稳态主要依赖内部拓扑自组织。 

综上，拓扑特征在各阶段始终保持高显著，是连接社会与自然的核心变量。洱海流域水系经历了由

社会扩张、结构胁迫向生态恢复、拓扑稳态的演化过程，为后续分析提供了阶段性依据与结构支撑。 



 

图 6 影响因素驱动关系 

Fig. 6 Driving Relationship of Influencing factors 

2.3 空间中介机制 

2.3.1 空间杜宾模型基准回归 如图 7 所示，三类要素变量均存在显著空间相关，ρ 在 0.824–0.935 之间，

均通过 1%显著性检验，y₁、y₂、y₃的 R²分别为 0.934、0.909、0.927，说明模型拟合良好。 

社会因子对节点与边结构表现为本地与邻域的协同促进（（如 x₁对 y₁、y₂为正且 Wx₁亦为正），说明经

济活动与人口集聚往往通过工程整治、汇流通道完善等方式推动河段扩展；但在面结构（y₃）上，社会

因子空间滞后项多为负，体现邻域尺度上对水面斑块存在挤出效应。自然因子的影响相对温和。升温（（x₇）

对本地 y₁–y₃为正而对邻域为负，表明水热条件改善有利于本地水系发育，但在区域尺度上可能通过蒸散

增强或补给再分配对邻域形成抑制。综上，洱海水系格局具有显著空间依赖性。 

 

图 7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Fig.7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 分别表示变量在 0.1、0.05、0.01 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后表相同。 



2.3.2 空间杜宾模型中介回归 为揭示驱动因子对水系网络中介拓扑参数的空间作用机制，分别以九类中

介变量M₁–M₉为因变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图 8显示，各模型空间滞后系数 ρ介于 0.889-0.959，均通过

1%显著性检验，R²为 0.937–0.968，说明拓扑参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驱动因子能较好解释其空间差

异。 

社会因子（（x₁–x₄）对节点、边层指标（（M1–M4）以及面形态类指标（（M₅、M₆）在本地多表现为正向

影响，而对整体网络效率与连通稳定（（M8、M9）在本地多为负向；同时其空间滞后项在整体指标上多转

为正。这表明社会经济扩张更倾向于在本地推动通道加密与工程化连接，但也可能伴随更强的分割与结

构不均衡，使网络整体稳定性在本地下降；而在邻域尺度，拓扑调整通过主干通道的连通与区域汇流产

生溢出效应，从而提升相邻子流域的整体连通与效率。 

自然生态因子中，植被相关指标（（x5–x6）对面层形态指标（（M5–M6）影响更为集中，整体呈负向作

用，指向植被恢复更可能通过地表侵蚀削弱，降低水体破碎化程度，从而改变水体形态。温度（x7）对

本地 M1–M6 多为负而对 M7–M9为正，且其空间滞后方向相反，反映水热条件变化可能通过，削弱支沟

冗余、强化主干控制来提升整体连通效率，但在邻域尺度存在水文过程再分配与竞争，导致拓扑响应呈

现异向溢出。降水（x8）总体影响较弱，主要体现在对整体形态复杂度与面层指标的调节。 

总体而言，社会因子通过强化本地节点与主通道、抑制邻域水系来重塑拓扑特征；自然因子则呈局

部促进、邻域扩散的差异化效应，为空间中介机制分解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图 8 空间杜宾中介回归结果 

Fig.8 Results of spatial Durbin mediation regression 

2.3.3 空间中介回归 为揭示驱动因子对水系格局的空间中介机制，在空间杜宾框架下以 y₁、y₂、y₃为因

变量，分别引入单个拓扑参数 M₁–M₉构建中介模型。由图 9显示，ρ均在 1% 水平显著，说明引入中介

后模型仍具有较强空间依赖性。 

在节点层（y₁）模型中，社会因子（x₁–x₄）的直接效应由基准模型中的正向显著转为负向显著，这

表明社会经济扩张优先改变连通组织，当拓扑指标被纳入模型后，其直接贡献被吸收，残余效应表现为

对节点、边扩张的抑制。自然因子（x₅–x₈）保持正向。x₁对 y₁由 0.019降至-0.055~-0.093，x₂由 0.132降

至-0.342~-0.429，x₃、x₄均为负，而 x₅、x₆、x₇、x₈多为正。这表明社会经济扩张并非简单增加节点，而是

先促使水网通道集中，从而在节点层表现为扩张受限；自然因子则更可能通过径流补给维持水系发育。



b路径中，M₁–M₆对 y₁为负，M₈、M₉为正，而WM则相反，表明局部增强抑制邻域扩展，而全局效率提

升促进整体增长。 

在边层（（y₂）模型中，社会因子在基准模型中的正效应全部转为负效应，其中 x₁为 -0.114到-0.195，

x₂普遍小于-0.80，显示经济与用地扩张对边层的作用从促进转为约束。这反映通道工程化与整治可能带

来主干替代支沟的结构调整。b路径上，M₁–M₆为负，M₈、M₉为正，反映局部收缩与整体优化的结构特

征，即支流冗余减少降低边要素增长，但整体连通效率提升强化主通道输导功能。 

面层（y₃）表现更复杂。社会因子多为显著正向，说明经济与人口促进水面维持而建设用地挤压空

间。自然因子中，x5、x6效应减弱，x₇和 x₈由正转负，表明其影响已部分通过拓扑中介传导。这提示水面

斑块更受形态调整影响，气候和植被变化不一定直接扩大水面，而可能先改变分割程度，从而体现为间

接效应。b路径中，M₁、M₄、M₇为负，M₆多为正，WM多为负，显示邻域竞争对局部水面具抑制作用。

说明在邻域尺度，用地竞争与岸带占用更易导致水面破碎化与水面收缩，从而使水面格局呈现更强的空

间补偿与挤出。 

总体而言，节点与边尺度的拓扑结构显著吸收社会因子的正向作用，使其转为抑制效应；拓扑特征

通过不同路径共同驱动局部收缩与整体优化。水面格局社会与气候因子交互作用体现了空间补偿与结构

反馈。 

 

图 9 空间中介回归结果 

Fig.9 Spatial mediation regression results 

2.3.4 空间中介效率 如图 10可知，在完成驱动因子—中介拓扑参数—水系要素的三步空间回归后，共得

到 216条 X–M–Y路径，其中 68条中介效应显著，主要集中在 y₂（（31条）和 y₁（（23条），y₃相对较少（（14

条）。显著中介以负向为主（（46条），正向 22条；中介效率占比普遍处于 40%–80%区间，少数超过 90%，

表明驱动因子对水系格局的影响主要通过拓扑结构间接实现。 

社会因子（x₁–x₄）以高比例负向中介为主。x₁经 M₃作用于节点 y₁的中介效应为−0.0877，对总效应

贡献 94.4%；经M₃作用于 y₂的中介占比为 55.7%，均为显著负向。x₂经M₃作用于 y₁的中介占比为 84.9%，

经M₂、M₃、M₈、M₉作用于 y₂的中介占比为 40%–50%；x₃通过M₃作用于 y₁的中介占比达 114.5%，表明

中介效应方向完全反转。x₄显著路径较少，主要通过 M₅和 M₆对 y₁、y₂产生约 18%～20%的负向效应。总

体来看，社会因子的显著中介 42条，负向占八成以上，中介占比普遍高于 40%，说明经济扩张与建设用

地集聚通过改变拓扑关系削弱了节点和边的连通性。 

自然因子（x₅–x₈）则以中等强度正向中介为主。x₅经 M₅作用于 y₁、y₂的中介占比分别为 26.2%和

41.7%；x₆经M₅作用于 y₂的中介占比达 73.4%，为自然因子中最高。x₇经M₃、M₈、M₉作用于 y₁、y₂的中



介占比多在 40%–80%之间，表现为显著正向，表明适度升温可通过增强主干通道与整体效率促进连通。

x₈仅经M₇作用于 y₃的中介占比约 23.8%，且为负向，提示在水面格局上有简化趋势。总体上，自然因子

正向占多数，中介占比约 35%–40%，在增强网络稳定性与整体优化方面发挥间接作用。 

从拓扑参数看，显著路径主要以 M₅、M₁、M₃、M₈和M₉为中介。M₅涉及 15条路径，M₁含 9条，M₃、

M₈与 M₉各 8 条，说明这些指标是社会–自然作用在水系要素的主要通道。社会因子经 M₁–M₅及 M₈、M₉

效率多为负，反映经济与土地扩张通过提升局部节点度和通道集中性间接抑制水系扩张；相同参数下自

然因子多为正向，反映经济胁迫与生态恢复的双向调节机制。 

综上，洱海水系对社会–自然驱动的响应主要通过关键拓扑指标传导。社会因子以高比例负向中介

为主，自然因子以中等强度正向中介为主，M₃、M₅、M₈、M₉ 在不同驱动下反复充当枢纽变量，是连接

社会活动、生态恢复与拓扑稳态的关键结构节点。 

 

图 10 空间中介效率结果图 

Fig.10 shows the results of spatial mediation efficiency 

3 讨论 

3.1 拓扑中介参数在 2001—2023 均呈显著性 

本研究发现，2001—2023 年间水系拓扑中介参数始终显著，且流域在经历社会扩张、生态修

复等的不同阶段间，拓扑结构始终持续作为驱动作用传递到点–线–面要素之前的必经层。这一现象

的原因可能有：（（1）高原流域由地质构造塑造的河网骨架在短期内相对稳定，使主干河道与关键节

点长期保持高介数中心性和较强连通性[21]；（（2）无论是建设用地扩张、河道整治，还是生态修复与

湿地重建，实际干预路径都首先落在（ 改渠、裁流、并池”等结构调整上[22]，从而持续作用于拓扑

指标，使其在不同阶段反复进入核心中介组合；（（3）该研究与诸发文等人在平原地区的水系、湿地

网络的研究中发现连通度、代数连通性等指标长期作为水质与生态过程主导因子相一致[23]。这一跨

期稳定性说明 PLS–SDM–Med 框架在处理驱动共线性与空间溢出的同时，能够识别结构慢变量。 

现行洱海治理的（ 七大治理”强调入湖河道治理、湖滨带、湿地建设与监测预警体系等，其以

结构为抓手的路径与本文识别的拓扑中介长期显著性相吻合；管理上建议将结构指标纳入治理评估

与预警，用于识别网络简化风险与生态修复提供动态反馈。 

3.2 点–线–面格局的差异性 

从中介效率和 SDM 基准回归结果看，点（（y₁）、线（（y₂）、面（（y₃）三类水系要素对驱动因子的

响应存在差异。显著中介路径中，y₁有 23 条，y₂有 31 条，而 y₃有 14 条；但 y₃的平均中介效率接

近 100%，远高于 y₁（（约 46%）和 y₂（（约 35%）。点、线格局中介参与的路径更多，且 SDM中 x₁–

x₄对 y₁、y₂的局部效应和空间滞后效应多为显著正值。此外，面状的驱动响应较弱，且对 y₃的空间

滞后项则普遍为显著负值。造成上述的可能原因有：（（1）节点对应交汇点，是直接嵌入社会工程活



动，因此对经济活动和土地变化敏感；（（2）边层是汇流和输导的载体，在网络通道化过程中承担主

要调整；（（3）面层则处于结构变化的末端，它既不直接参与开发布局，又受制于节点和边结构重组，

因此显著路径虽少，但一旦通过拓扑中介被触发，对水面格局的影响往往是成片的[24]。 

洱海保护治理（ 七大行动”中入湖河道治理与截污治污等工程更容易直接改变点—线系统，而

湖滨带、湿地建设与岸带管控更关键于面状水体维持；这与现行入湖河道治理加湖滨带与湿地建设

的组合策略相一致，但也提示需分别设置针对点线与面的差异化考核指标。 

3.3 抑制型空间中介路径的机制解析 

空间中介结果显示，夜间灯光（（x₃）–边介数中心性（（M₃）–节点（（y₁）的中介效率为 114.5%；

NDVI（（x₅）–景观分割指数（（M₆）–水面（（y₃） 的中介效率高达 822.8%。二者均超过 100%，都表

现为中介效应方向与直接效应相反，且强度更大，这类现象称为抑制效应[25]。当总效应 c接 0而间

接效应𝑎𝑏显著时，Share会被比例放大，因此可出现远大于 100%的数值；该类结果需结合𝑎𝑏与实际

情况综合解读。说明本研究方法可揭示方向相反的并行通道，从而解释仅看总效应时容易被掩盖的

结构性副作用。 

对于 x₃–M₃–y₁ 路径，可能的机制为：高原湖盆空间受限，建设用地和交通基础设施集中沿主

干河道布局，优先加固和渠化骨干通道，压缩或切断部分支流与洼地水系。在洱海流域近年截污治

污与入湖河道治理等工程背景下，河道整治更倾向于提升主干输导与排水效率，从而强化通道化。

x₃增强，即更多流量被分配到关键边上，而部分次级节点弱化甚至从水网中消失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同时，

洱海流域年降水呈缓慢下降趋势，枯季来水偏弱会提高小支流间歇性与断流概率，从过程上放大主

干集中、支流弱化。这种结构调整使得城市化对节点数的直接影响被低估，而通过拓扑层的负向中

介被放大。 

对于 x₅–M₆–y₃ 路径，可能解释是：生态修复通过填平滩地洼地、整治岸线和合并小型水体，

减少了零散水面。洱海湖滨带生态修复与岸带整治往往伴随岸线形态优化与斑块整合，使水体空间

更集中。NDVI 提升往往伴随岸线规整和斑块整合，进而通过 M₆ 对 y₃ 产生负向中介，但小型、

边缘水体被压缩[27]。叠加枯季来水偏弱背景，小型浅水斑块更易季节性萎缩，从而强化该抑制效应。 

3.4 社会–自然中介效应对比 

社会因子（（x₁–x₄）与自然因子（（x₅–x₈）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社会因子中介路径多、效率

高，且以负向中介为主。自然因子为中等强度的正向稳定中介。差别可能源于两类驱动对水系拓扑

结构作用方式的差异：社会因子多通过建设用地扩张、渠化整治、岸线硬化等工程性、一次性强干

预，集中强化主干通道、削弱支流与边缘水体，降低网络冗余与缓冲能力，因而在拓扑层面形成突

出负向中介[28]；自然因子则主要通过降水格局、植被恢复与基底条件等渐进性过程，缓慢调整径流

与斑块配置，在不破坏骨架的前提下增强连通与调蓄功能，从而体现为相对稳健的正向中介[29]。表

明本研究方法框架，有助于识别不同治理手段可能触发的结构方向与风险通道。 

现行洱海保护治理已同时包含（ 截污治污、面源减量、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等组合举措，其

方向与本文（ 工程型驱动更易触发负向中介、自然过程更稳定正向”的发现相一致；管理上建议在

持续控源截污与河道治理的同时，强化岸带/湿地恢复与面源控制以提升网络冗余与系统韧性；并针

对关键通道与关键节点开展分区限建与连通修复，避免结构性负向效应在空间上扩散。 

3.5 局限性 

本研究在方法与应用层面具有一定价值，通过 PLS–SDM–Med框架，将关键驱动识别、空间溢

出刻画与中介路径分解纳入同一链条，使驱动–拓扑–格局的结构传导机制具备可检验的路径表达。

结果同时提示流域治理需关注网络连通性与冗余度等结构状态，并重视空间溢出背景下的跨单元协

同，但在数据与方法层面仍存在约束。时间维度上，受遥感影像可获取性与水网精细提取工作量限

制，仅选取四期数据，时间分辨率有限，可能难以刻画短时尺度的快速调整与阶段性波动。驱动因

子方面，为保证跨期比较与空间计量所需的时间连续性与空间一致性，未纳入部分难以获取长序列

或空间一致性不足的变量（如水利工程运行方式、农业施肥强度及阶段性治理措施等），其影响可



能未被充分揭示。方法层面，拓扑指标用于表征水系结构并作为功能变化的结构性代理，但其与水

质调控、生境供给等生态过程仍为间接关联，需结合水动力或生态过程模型进一步验证。 

总体而言，该框架主要面向多源驱动共线性和空间依赖以及机制链条检验这一类普遍问题，因

此该框架可推广至类似流域；但在强人工调度或强季节性间歇河流区，连通关系更具事件性、对时

间分辨率更敏感，且若关键驱动变量缺失，机制解释将受数据可得性限制。 

4 结论 

（1）2001—2023 年间，洱海流域水系网络由多源冗余型逐步演化为主干清晰的相对高效稳态

结构。北三江、西部十八溪、波罗江分别形成上游控制、中游缓冲、末端调蓄的分层耦合格局。 

（2）拓扑结构是驱动因子与水系格局间的关键中介层。SDM–Med 识别出 68 条显著 X–M–Y

路径，中介效率多集中在 40%–80%，部分超过 90%，表明水系演化主要通过结构层的间接传导实

现。边介数中心性、紧致度、全局效率和代数连通性是最具代表性的中介参数。 

（3）社会经济因子通过拓扑结构产生显著负向中介，是河网通道化和结构简化的主要驱动力。

自然生态因子总体表现为正向稳定中介。 

（4）构建的 PLS–SDM–Med 框架系统揭示了驱动—拓扑—要素的传导关系，识别出关键中介

路径与高风险结构单元，为高原湖泊从要素管控转向基于网络结构的限建管控与生态修复优化提供

了可操作的分区限建、节点优先修复与动态评估框架。 

5 附录 

附图见电子版（DOI: 10.18307/2026.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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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ted Fig.2 Detailed Distribution of Water System Elements in 2015 



 


